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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研究目的］分析疫情科学信息传播的内容特征、传播模式和回应策略，为提高科学信息传播提出对策建议，

以促进公众理性应对疫情和相关舆情。［研究方法］通过数据挖掘得到 10位科学家在新浪微博上的疫情信息内容
及舆情数据，利用内容分析法和 SPSS 数据处理软件，结合风险传播理论对疫情科学信息传播进行分析和研究。
［研究结论］疫情科学信息传播总体以专业性知识借助新媒体形式发挥环境监测与服务公众的作用。内容特征上，

通过图片+视频等融媒体形式，在疫情发展不同阶段以重点内容传播引导公众和服务疫情防控; 以科学家自媒体和
传统媒体为主体平台，发挥意见领袖作用; 在出现相关疫情舆情时，能积极以信息公开等支持型应对策略进行处理，

体现了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科学共同体的担当与责任; 科学家个人身份对疫情科学信息传播具有显著影响。

建议未来需要建立科学传播长效机制、培养科普人才队伍、增强科学家参与决策力度，建设科学传播专业媒体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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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ent Analysis Based on Popular Microblogs of 10 Scientis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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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Ｒesearch purpose］The paper analyzes the content characteristics，communication modes and response strategies of epidemic

scientific information dissemination，and puts forward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for improving scientific information dissemination，

so as to promote the public to respond rationally to the epidemic and related public opinion．［Ｒesearch method］The epidemic information

content and public opinion data of 10 scientists on Sina Weibo were obtained through data mining． The epidemic scientific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was analyzed and studied by using content analysis method，SPSS data processing software and risk communication theory．

［Ｒesearch conclusion］The dissemination of epidemic scientific information generally plays the role of environmental monitoring and s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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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ng the public in the form of professional knowledge and new media． In terms of content characteristics，through the form of integrated

media such as pictures + videos，the public and service epidemic prevention and control are guided by the dissemination of key content at

different stages of epidemic development; scientists take " we media" and traditional media as the main platform to play the role of opinion

leader; when there is public opinion about the epidemic situation，we can actively deal with it with supportive coping strategies such as in-

formation disclosure，which reflects the responsibility and commitment of the scientific community in major public health emergencies． The

personal identity of scientists has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the dissemination of epidemic scientific information． It is suggested that in the fu-

ture，it is necessary to establish a long－term mechanism of science communication，cultivate a team of popular science talents，strengthen

scientists＇ participation in decision－making，and build professional media of science communication．

Key words: science communication; risk communication; epidemic scientific information; content analysis; opinion leader; social media; re-

sponse strategy

科学传播( Science Communication) 主要研究与科
学相关的内容信息从专业的科学从业者，流向非专业

的受众的公共传播过程。一直以来，科学教育、卫生健
康、气候变化、纳米技术、转基因食品、环境问题等都是
科学传播的常见议题［1］。在卫生健康议题下，基于科
学不确定性理念的传染病危机是一个重要的研究分

支，曾经爆发的 SAＲS 病毒、埃博拉病毒以及新冠肺炎
病毒等的科学信息传播都是其重要的研究内容。
自新冠肺炎( COVID－19) 病例出现以来，疫情信

息的科学传播就是世界范围内理论和现实高度关注的

话题之一。但是疫情具有更强的“突发性”“紧急性”
和“爆发性”［2］，相应会导致“公众的不确定性”［3］，引
发“信息疫情”，进而形成严重的社会问题甚至政治风
险［4－5］。
就中国来说，向公众及时传播疫情相关信息，减少

公众对疫情认识的不确定性，促进公众理性认识和科

学对待疫情，是疫情防控的重要工作。其中，众多的科
学家扮演了重要角色，体现了疫情科学信息传播的积

极效用，但同时社交媒体上存在大量信息的不当传播

和误读，显示疫情科学信息传播的重要性和迫切性。
因此，本研究抽取微博热度排名前 10 名专家，对

其相关微博的科学传播文本和微博热评进行分析，以

期发现重大公共卫生事件中科学信息传播现状、模式
和回应策略，为更好地进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的科

学信息传播提供决策依据。

1 文献综述:风险传播视域的科学传播

当今科学传播领域中较为主流的传播形态有两

种: 一种是集中在科学共同体内部的交流; 另一种是科

学共同体面向普通公众的沟通［6］。目前学界公认的科
学传播定义是大众传媒面向全体国民传递科学知识、
科学思想、科学方法和科学精神，了解科学的正负面价
值［6］。
传统科普、公众理解科学和科学传播是科普( 或

科学传播) 的三个不同阶段［7］。刘华杰综合国内外科
学传播理论和实践提出了科学传播的三种典型模型:

政府立场的“中心广播模型”、科学共同体立场的“缺
失模型”和公民立场的“对话模型”［8］，认为科学传播
的未来趋势是走向多元立场共生的参与反馈模型［9］。
与欧美国家逐步转向注重公众参与的“对话模型”不
同，中国科学传播活动的主体形式仍然是建立在缺失

模型基础上的科学普及与科学教育［10］。“对话模型”
在实践中也遭遇了公众参与积极性不高的窘境［11］。
社交媒体的崛起及其社会影响力已经从提供各类

数字内容或服务平台，升级为整个社会运转当中更为

底层的数字基础设施［12］。与媒介生态巨变相呼应的
是人们使用媒介方式的根本性改变: 嵌入中国社会情

境的“永久在线、永久连接”生活方式［13］。社交媒体的
迅速发展使得科学传播可以借助其迅速扩大传播范

围，同时也出现为了提升可读性和趣味性消解科学传

播严肃性的现象，其中“伪科普”现象的出现更是使得
缺乏科学素养和辨别能力的普通公众成为虚假科普信

息的受害者，导致其对科学形成负面看法，阻碍科学传

播［14］。社交媒体层面的科学传播看似实现了互动，达
成双向沟通，但多集中于即时的科学信息的了解，对于

公众深层次理解科学共同体运行机制和参与科学效果

有限［15］。尤其是在面对新冠肺炎疫情之类的重大突
发公共卫生事件时，社交媒体更是成为人们获取信息

的主要途径［16］。
贾鹤鹏等人认为，风险传播是主流科学传播的重

要组成部分［17－18］。以往主流科学传播的范式是科学
家面向公众传播确定性的科学知识来帮助公众更好地

理解科学，丹麦的风险研究者们基于系统的文献回顾

和归纳分析，将后常规科学的精神特质概括为透明性、
稳健性、不确定性管理、可持续性和跨学科性，成为后
常规科学时代科学知识生产方式的新特征［19］。科学
传播需要面对“事实尚不确定、价值存在争议、风险相
对较高但决策过程紧迫”的问题情境，这一时期的科
学传播通常伴随较高的媒体关注度和较低的公众信任

度［20］。科学界的专家需要积极主动地赢取和维系受
众信任，建立主动信任机制。
风险社会理论和对风险传播的研究兴起于 20 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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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 80年代的美国，并很快被应用于环境保护等公共政
策领域［21］。从 20世纪 90 年代起，西方的风险传播开
始了从专家主导的“技术范式”向注重公众参与的“民
主范式”的转向。风险是自我感知评估的具体表现，
其本质上是社会建构的结果，新闻媒体也常被视作

“风险的放大站”［22］。卡斯帕森进一步表明，风险事件
经过媒体传播，会出现社会放大和社会衰减两种可能

性［23］。但现有研究多是笼统测量媒介对风险感知的
影响，忽视了媒介作用的多重路径。李龙飞等发现媒
介信息特征通过公众疫情风险感知的中介作用影响公

众的信息分享意愿［16］。金兼斌通过对转基因技术这
一争议性科技议题的叙事策略进行研究，得出采用证

据权重报道的平衡叙事策略有助于更好呈现报道的科

学性，帮助公众理解科学［24］。科学共同体的主流话语
表达与公众所期待的风险表达之间存在着巨大的鸿

沟［24］。曾繁旭等运用风险故事传播模型探究 PX 事件
中，学者们从科学的角度来讨论风险的可能性，公众则

主要从日常生活的逻辑出发来评估风险［25］。
目前我国的风险传播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尤其

是在新冠肺炎疫情刺激下，我国风险沟通相关实践经

验和理论视角都较为稀缺的问题进一步凸显，基础性

研究有待进一步深化［26］。本研究依据风险传播理论
视角，探讨和研究新冠肺炎疫情中科学传播的内容特

征和应对策略，以期从风险传播和科学传播的交叉视

角，给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科学信息传播的表达与应

对提供借鉴。

2 研究设计

2．1 数据筛选 本研究结合官方媒体中涉及的新
冠肺炎疫情医疗专家组成人员名单及媒体专访涉及科

学家名单［27］，共搜集整理出 10 名主要科学家作为研
究对象。具体为: 钟南山、李兰娟、高福、曾光、陈薇、张
定宇、张继先、张伯礼、张文宏、刘良、王广发。
具体研究内容的获取，本研究利用 Python 编写数

据挖掘程序，以 10名科学家名单结合“新冠、疫情”两
个关键词做补充对新浪微博的文本进行搜索。数据搜
索的时间范围为 2020年 1月 1日至 12月 30 日，涉及
热门微博账号包括: @人民网、@央视新闻、@澎湃新
闻、@梨视频、@头条新闻、@ 环球网、@ 侠客岛、@ 紫
光阁、@封面新闻等。共挖掘评论量在 100 条以上相
关热门微博 784条作为基本分析单元。
另外，为了进一步了解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科学家

发声后的大众舆论态度，本研究针对 784 条热门微博
进行二次搜索，以点赞量为排序标准，收集每条热门微

博下的前 30条热评作为情感态度分析的基本分析单
元。

2．2 类目建构及编码 本研究根据文献梳理和研
究设计，对收集数据的内容特征、传播模式和回应策略
三个方面进行类目建构和编码。针对内容特征，将其
进一步分为传播主体、内容主题、内容倾向、评论态度
倾向、图片和视频。根据发布微博的账号主体类型分
类，将其分为政府官方、科学共同体、自媒体和主流媒
体; 通过阅读微博文本，将其文本内容主体大致分为病

理诊疗知识、防护知识、疫情发展状况与趋势、心理援
助与支持、法律规范问题和辟谣［28］，不属于以上话题
的微博文本内容将其主题归为其他类别; 内容倾向分

为消极、中立和积极; 根据恩克曼( Ekman) 的基本情绪
类型分类方式，将评论中的情绪分为快乐、悲伤、愤怒、
恐惧、厌恶和惊讶 6 种基本情绪。参考前人对公共事
件中公众情绪的分类，本研究在情绪分类中加入“疑
问”，根据预编码的经验，将“快乐”“悲伤”调整为“赞
美”和“同情”，删除频率较低的“恐惧”和“惊讶”情
绪，最终将评论情绪倾向分为赞美、同情、疑问、厌恶和
愤怒; 关于具体的文本组织形式分为有无图片和有无

视频。针对传播模式，将其分为中心广播模型、缺失模
型和对话模型。“缺失模型”认为公众缺乏知识，需要
通过科学家单向度地向公众普及科学知识弥合公众对

科学知识的无知，进一步建立起对科学的信任［29］。
“对话模型”强调科学界应该与公众积极对话。回应
策略参考库姆斯提出的四种危机回应和形象修复策

略，将其分为否认型策略( 采用直接否认、回击指控等
方式回应) 、淡化型策略( 采用寻找借口、提供解释和
说明合理性等方式回应) 、重塑型策略( 采用郑重道
歉、进行补偿和表示感谢等方式回应) 和支持型策略
( 采用信息公开、表明态度、进行问责和处罚等方式回
应) ［30］，没有针对公众的质疑做出明确回应的微博文

本编码为无回应策略。本研究还设置了疫情发展阶段
这一编码类目，参考曹树金对新冠肺炎疫情微博舆情

的划分标准，将其分为起始阶段( 2019．12．31－2020．1．
17) 爆发阶段( 2020．1．18－2020．1．21) 、波动阶段( 2020．
1．22 － 2020． 2． 10 ) 和长尾阶段 ( 2020． 2． 11 － 2020． 6．
31) ［31］。
以往研究表明，公众面对以不同科学家的科学信

息传播时，会产生不同的反应。微博上的信任机制更
突出了意见领袖的作用，容易以意见领袖为关键节点

形成弱关系、低信任度的“信任岛链”。科学家作为
“意见领袖”的社会属性和微博行动对于其传播影响
力也会产生显著影响。因此，本研究将是否为两院院
士、有无政府公职和有无社交媒体账号作为个人因素
纳入分析单元，进而提出以下研究问题:

问题 1: 疫情发展的不同时期，科学家相关的疫情
科学信息传播内容是否呈现不同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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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2: 疫情发展的不同时期，科学家相关的疫情
科学信息传播模式是否存在差异?

问题 3: 疫情发展的不同时期，科学家相关的疫情
科学信息回应策略是否存在差异?

2．3 可靠性检查 本研究由四位编码员对 784 条
微博文本和 23 520条评论进行编码，具体的变量和编
码情况如表 1所示。事先对研究员进行变量理解的操
作化培训，并抽取 50条微博文本和 1 500 条评论文本

进行预编码。四名编码员在互不干扰的情况下对微博
文本样本进行编码，采用霍斯提( Holsti) 编码公式检
验编码信度。预编码检验结果如下: 传播主体、内容主
题、有无图片、有无视频和疫情发展阶段的编码者间信
度为 1; 内容倾向编码者间信度为 0．93，科学传播模式
编码者间信度为 0． 96，应对策略编码者间的信度为
0. 91，编码员的编码结果具有高度一致性，满足可靠性
条件。

表 1 本研究相关变量赋值情况汇总

变量名 变量说明 变量类型 分类变量的编码

传播主体 发布微博账号性质 多分类变量 1: 政府官方; 2: 科学共同体; 3: 自媒体; 4: 主流媒体

内容主题
微博文本涉及新冠肺炎疫情的

相关内容
多分类变量

1: 病理诊疗知识; 2: 防护知识; 3: 疫情发展状况与趋
势; 4: 心理援助与支持; 5: 法律规范问题; 6: 辟谣:
7: 其他

内容倾向 微博文本的情绪倾向 多分类变量 0: 消极; 1: 中立: 2: 积极

评论情绪倾向 微博热门评论情绪倾向 多分类变量 1: 赞美; 2: 同情; 3: 疑问; 4: 厌恶; 5: 愤怒

图片 发布微博有无附带图片 二分类变量 0: 无; 1: 有

视频 发布微博有无附带视频链接 二分类变量 0: 无; 1: 有

科学传播模式 微博文本的科学传播话语模式 多分类变量 1: 中心广播模型; 2: 缺失模型; 3: 对话模型

疫情发展阶段 微博发布时间 多分类变量 1: 起始阶段; 2: 爆发阶段; 3: 波动阶段; 4: 长尾阶段

应对策略 微博回应公众的策略 多分类变量
1: 否认型策略; 2: 淡化型策略; 3: 重塑型策略; 4: 支持
型策略; 5．无回应策略

3 研究结果与发现

3．1 描述性结果 疫情科学信息传播总体以专业性
知识借助新媒体形式发挥环境监测与服务公众的作用。
本文对 10位科学家相关微博共计 784 条进行了

分类编码和统计。得到结果如表 2所示:
表 2 样本描述性统计结果( N = 784)

变量分类 个案数 百分比( %)

内容主题

病理诊疗知识 80 10．21

防护知识 91 11．61

疫情发展状况 231 29．46

心理援助与支持 182 23．21

法律规范问题 46 5．87

辟谣 41 5．23

其他 113 14．41

传播主体

政府官方 20 2．55

科学共同体 5 0．64

自媒体 240 30．61

主流媒体 518 66．20

图片
无 455 58．04
有 329 41．96

视频
无 351 44．77

有 433 55．23

内容倾向

消极 71 9．06

中立 387 49．36

积极 326 41．58

续表 2 样本描述性统计结果( N = 784)

变量分类 个案数 百分比( %)

评论情绪倾向

赞美

同情

疑问

厌恶

愤怒

482

71

35

96

100

61．48

9．06

0．04

12．24

12．76

科学传播

中心广播模型 135 17．22
缺失模型 398 50．77
对话模型 251 32．01

回应策略

否认型策略 23 2．93
淡化型辩解策略 178 22．70
重塑型重建策略 119 15．18
支持型策略 409 52．17
无回应策略 55 7．02

疫情发展阶段

起始阶段 3 0．38
爆发阶段 5 0．64
波动阶段 193 24．49
长尾阶段 580 74．49

由表 2可见，疫情期间科学信息传播的主题以疫
情发展状况和心理援助与支持为主。这表明在疫情期
间，对于环境的监测与紧张心理的调适是科学传播希

望达到的一个重要目的。同时，不同科学家相关微博
内容主题侧重也有一定区别: 比如法医刘良的相关微

博信息主题中，病理诊疗知识较多; 而武汉市金银潭医

院院长张定宇的微博中，关于心理援助与支持的内容

较多。
在传播主体方面，主流媒体发布疫情科学信息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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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最大( 66．20%) ; 其次是自媒体( 30．61%) 。政府官
方与科研机构则更习惯于借助主流媒体发声，直接发

声的情况较少。
在传播形式的丰富度上，图片和视频的占比较大，

分别为 41．96%和 55．23%。在内容倾向方面，中立和
积极的内容较多，分别占比 49．36%和 41．58%。评论
态度倾向方面，61．48%的微博评论区以赞美倾向为
主，但同时也有 12．24%的微博评论区呈现厌恶情绪，
以及 12．76%微博评论区以愤怒情绪为主。
科学传播模式方面，以缺失模型为主( 50．77%) ，

其次是对话模型( 32．01%) ，而简单的中心广播模型在
本次疫情信息传播中仅占比 9．06%，这表明疫情期间
的科学传播模式不同平常。回应策略则以支持型为主
( 52．17%) ; 其次是淡化型辩解策略( 22．70%) 和重塑
型重建策略( 15．18%) ，而使用粗暴的否认和威慑的否
认式策略占比较少，仅 2．93%。
同时，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的科学信息数量随着疫

情发展而变化: 在疫情起始阶段，各个主体对疫情的认

识情况十分有限，此时的信息也最少，仅为 0．38% ; 而
爆发阶段的科学传播信息有所增长，但仍只有很少的

信息( 0．64%) ; 在疫情波动阶段，信息出现了快速增长
( 24．49%) ; 而长尾阶段时间较长，疫情情况不断反复，
相关信息趋近峰值( 74．49%) 。
总之，疫情期间，中国科学家积极借助新媒体发

声，利用专业的信息传播总体起到了环境监测和服务

公众的作用，客观上对疫情防控起到了积极正面的作

用。
3．2 内容特征 借助适宜形式，通过身份不同的科
学家在不同时期的重点内容，传播权威信息并积极服

务引导公众。
通过研究发现，科学家相关疫情科学信息传播随

着疫情发展出现波动性变化。在新冠肺炎疫情的起始
阶段和爆发阶段，疫情科学信息传播主题主要是病理

诊疗知识和疫情发展状况与趋势两个方面; 到了波动

阶段，疫情发展状况与趋势成为传播数量最多的主题，

其次是心理援助与法律支持主题; 进入长尾阶段，疫情

发展状况与趋势和心理援助与法律支持仍是公众最关

心的内容主题，防护知识和病理诊疗知识相关主题的

微博则日益增多。
议程设置理论认为，媒体可以设置议程从而决定

和影响公众的信息获取。同时，风险理论的相关研究
也表明，传播主体和受众风险的认知和表达存在差异。
因此，对于未知的新冠肺炎疫情，媒体不能也不会强调

未知风险预警，所以前期只能以发布“疫情发展状况
与趋势”信息为主，同时辅以“心理援助和法律支持”
来增强信心、避免恐慌。

同时，微博文本的组织形式也同样如此。疫情的
起始阶段至波动阶段，附带图片的微博文本要多于无

图的微博，进入长尾阶段后，无附带图片的微博逐渐占

据主流，达到了 60%左右。相较之下，附带视频链接
的微博文本组织方式也呈现相同规律，前期较少，进入

长尾阶段后，附带视频链接的微博数量攀升至 60%。
这也表明媒体对于未知风险媒介化表达的客观与谨

慎。风险传播相关研究表明，科学共同体的风险表达
以真相为主，而公众的风险表达则以自身感知为主。
因此，疫情科学信息的传播在疫情的不同阶段表现出

不同形式，主要原因在于对疫情这一风险的具体认识

发生了改变。

图 1 疫情科学信息传播的分时特征

进一步以科学家的身份属性进行分析，发现是否

为两院院士与是否有政府公职都对其内容特征产生影

响 ( p = 0．000，p ＜ 0．001) 。具体来说，身为两院院士
科学家的科学信息主题多集中在疫情发展状况与趋

势、心理援助与法律支持和防护知识三方面。相较之
下，非两院院士科学家在关注疫情发展状况与趋势、心
理援助与法律支持之外，对其他主题的信息涉及较多，

比例甚至大于防护知识。在心理援助与法律支持、法
律规范等问题和辟谣主题上，非两院院士的科学家们

比身为两院院士科学家讨论得更多( 见表 3) 。
另外，有政府公职的科学家在进行疫情相关科学

信息传播时多关注心理援助与法律支持以及疫情发展

状况与趋势主题，无政府公职的科学家们则多在疫情

发展状况与趋势、其他以及心理援助与法律支持主题
上积极发声。在病理诊疗知识主题和心理援助与法律
支持主题上，有政府公职的科学家回应积极度要高于

无政府公职的科学家，但其在辟谣与其他主题上发声

较少( 见表 4) 。
以有无社交媒体账号( 即微博账号) 对科学家进

行分类分析，发现无微博账号的科学家在进行发声时

多集中于防护知识、心理援助与法律支持以及病理诊
疗知识等主题，对其他相关主题回应不多 ( p = 0. 000，
p ＜ 0. 001) ( 见表 5) 。拥有微博账号在一定程度上反
映了该群体主动向外传播的意愿较高，因此一些公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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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为关心的其他相关主题更容易进入该部分科学家群 体的视野。
表 3 科学家是否成为两院院士和科学传播内容主题交叉表

病理诊

疗知识

防护

知识

疫情发展

状况与趋势

心理援助

与法律支持

法律规

范问题
辟谣 其他 总计

是

否

属

于

两

院

是

不是

计数 49 69 122 86 15 17 51 409

占是否属于两院的百分比 12．0 16．9 29．8 21．0 3．7 4．2 12．5 100．0

占内容主题的百分比 61．3 75．8 52．8 47．3 32．6 41．5 45．1 52．2

计数 31 22 109 96 31 24 62 375

占是否属于两院 的百分比 8．3 5．9 29．1 25．6 8．3 6．4 16．5 100．0

占内容主题的百分比 38．8 24．2 47．2 52．7 67．4 58．5 54．9 47．8

总计

计数 80 91 231 182 46 41 113 784

占是否属于两院的百分比 10．2 11．6 29．5 23．2 5．9 5．2 14．4 100．0

占内容主题的百分比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表 4 科学家有无政府公职和科学内容主题交叉表

病理诊

疗知识

防护

知识

疫情发展

状况与趋势

心理援助

与法律支持

法律规

范问题
辟谣 其他 总计

有

无

政

府

公

职

有

无

计数 42 31 75 92 15 0 12 267

占有无政府公职的百分比 15．7 11．6 28．1 34．5 5．6 0．0 4．5 100．0

占内容主题 的百分比 52．5 34．1 32．5 50．5 32．6 0．0 10．6 34．1

计数 38 60 156 90 31 41 101 517

占有无政府公职 的百分比 7．4 11．6 30．2 17．4 6．0 7．9 19．5 100．0

占内容主题 的百分比 47．5 65．9 67．5 49．5 67．4 100．0 89．4 65．9

总计

计数 80 91 231 182 46 41 113 784

占 有无政府公职 的百分比 10．2 11．6 29．5 23．2 5．9 5．2 14．4 100．0

占 内容主题 的百分比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表 5 科学家有无社交媒体账号和科学内容主题交叉表

病理诊

疗知识

防护

知识

疫情发展

状况与趋势

心理援助

与法律支持

法律规

范问题
辟谣 其他 总计

是否

有社

交媒

体账

号

有

无

计数 46 40 167 97 31 28 97 506

占是否有社交媒体账号的百分比 9．1 7．9 33．0 19．2 6．1 5．5 19．2 100．0

占内容主题的百分比 57．5 44．0 72．3 53．3 67．4 68．3 85．8 64．5

计数 34 51 64 85 15 13 16 278

占是否有社交媒体账号的百分比 12．2 18．3 23．0 30．6 5．4 4．7 5．8 100．0

占内容主题的百分比 42．5 56．0 27．7 46．7 32．6 31．7 14．2 35．5

总计

计数 80 91 231 182 46 41 113 784

占是否有社交媒体账号的百分比 10．2 11．6 29．5 23．2 5．9 5．2 14．4 100．0

占内容主题的百分比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3．3 评论情绪:公众期待更多责任担当与信任支持
通过分析评论的情绪数据发现( 见表 6) ，相较于无
政府公职的科学家而言，担任政府公职科学家相关信

息的微博评论区内容更多呈现出同情和疑问等情绪特

征 ( p = 0．021，p ＜ 0．05) 。担任政府公职的科学家因
为其本身的社会身份具有多重性，公众对待其有更高

的预期———更期待该群体“答疑解惑”，维护疫情期间
科学信息传播的秩序。

表 6 科学家有无政府公职和评论情绪倾向交叉表

赞美 同情 疑问 厌恶 愤怒 总计

有无

政府

公职

有

无

计数 145 35 17 35 35 267

占有无政府公职的百分比 54．3 13．1 6．4 13．1 13．1 100．0

占评论情绪倾向的百分比 30．1 49．3 48．6 36．5 35．0 34．1

计数 337 36 18 61 65 517

占有无政府公职的百分比 65．2 7．0 3．5 11．8 12．6 100．0

占评论情绪倾向的百分比 69．9 50．7 51．4 63．5 65．0 65．9

总计

计数 482 71 35 96 100 784

占有无政府公职的百分比 61．5 9．1 4．5 12．2 12．8 100．0

占评论情绪倾向的百分比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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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比较微博评论情绪倾向，发现无社交媒体账

号的科学家其疫情相关科学信息传播的微博评论内容

情绪中，同情和愤怒的情绪特征较拥有社交媒体账号

科学家更为明显 ( p = 0．000，p ＜ 0．001) ( 见表 7) 。这

主要是因为拥有社交媒体账号的科学家发声更为积

极，在面临疫情相关科学信息争议时，该群体可以以自

己的账号为载体主动发声，化解争议，安抚公众的愤怒

情绪。
表 7 科学家有无社交媒体账号和应对策略交叉表

赞美 同情 疑问 厌恶 愤怒 总计

是否

有社

交媒

体账

号

有

无

计数 337 31 27 61 50 506

占是否有社交媒体账号的百分比 66．6 6．1 5．3 12．1 9．9 100．0

占评论情绪倾向的百分比 69．9 43．7 77．1 63．5 50．0 64．5

计数 145 40 8 35 50 278

占 是否有社交媒体账号 的百分比 52．2 14．4 2．9 12．6 18．0 100．0

占评论情绪倾向的百分比 30．1 56．3 22．9 36．5 50．0 35．5

总计

计数 482 71 35 96 100 784

占是否有社交媒体账号的百分比 61．5 9．1 4．5 12．2 12．8 100．0

占评论情绪倾向的百分比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3．4 传播主体和模式 以传统与新媒体的意见领
袖为主体，发挥其身份优势，采取不同传播模式，更多

传播疫情相关未知信息在传播主体方面，多借助主流

媒体进行发声，科研单位发声较少。这可能是由于新
冠肺炎疫情不仅仅是医学问题，更多的是重大的社会

性危机事件，因此，借助主流媒体的平台和账号更有利

于疫情信息的快速传播，所以，科研单位在此次疫情科

学信息传播中参与不足。
在科学传播话语的组织模式方面，针对疫情的科

学信息传播目前仍以“缺失”模型为主，但同时采用
“对话模型”组织科学传播话语的微博数量位居第二，
在波动阶段其数据占比甚至达到该阶段总数的 40%，
在长尾阶段虽然其绝对数量仍在增加，但其数据占比

下降至总数量的 30%，“中心广播模型”虽已不是我国
科学传播的主流范式，但并没有完全退出科学传播

“市场”，仍占有一席之地( 见表 8) 。
表 8 疫情发展阶段微博文本的科学传播模式分布情况

疫情发展阶段 频率 百分比
有效

百分比

累计

百分比

起始阶段 有效 缺失模型 3 100．0 100．0 100．0

爆发阶段 有效

缺失模型 2 40．0 40．0 40．0

对话模型 3 60．0 60．0 100．0

总计 5 100．0 100．0

波动阶段 有效

中心广播模型 30 15．6 15．6 15．6

缺失模型 81 42．2 42．2 57．8

对话模型 81 42．2 42．2 100．0

总计 192 100．0 100．0

长尾阶段 有效

中心广播模型 105 18．0 18．0 18．0

缺失模型 311 53．3 53．3 71．2

对话模型 168 28．8 28．8 100．0

总计 584 100．0 100．0

注: 学传播模式( 1=中心广播模型; 2=缺失模型; 3=对话模型)

进一步以科学家身份属性进行分析，发现是否为

两院院士与是否有政府公职都对其传播模式产生影响

( p = 0．000，p ＜ 0．001) 。 具体来说，非两院院士科学
家在进行疫情相关科学信息的传播中多采用对话模

型，其比重远高于身为两院院士的科学家( 见表 9) 。
表 9 科学家是否成为两院院士和科学传播模式交叉表

中心广

播模型

缺失

模型

对话

模型
总计

是否属

于两院

是

不是

计数 80 243 86 409

占是否属于两

院的百分比
19．6 59．4 21．0 100．0

占科学传播模

式的百分比
59．3 61．2 34．1 52．2

计数 55 154 166 375

占 是否属于两

院 的百分比
14．7 41．1 44．3 100．0

占科学传播模

式的百分比
40．7 38．8 65．9 47．8

总计

计数 135 397 252 784

占是否属于两

院的百分比
17．2 50．6 32．1 100．0

占科学传播模

式的百分比
100．0 100．0 100．0 100．0

另外，无政府公职的科学家们更多采用缺失模型

向公众传递科学信息知识，承担起向受众传递有关疫

情的相关知识的责任。有政府公职科学家们更多采用
对话模型积极与公众对话 ( p = 0．000，p ＜ 0．001) 。担
任政府公职的科学家在针对疫情相关科学信息问题进

行回应时更关注受众，以消除公众的误解为传播目的，

因此“对话模型”成为其主流的科学话语组织模式( 见
表 10) 。
拥有社交媒体账号的科学家在进行科学传播时会

更主动地采取对话模型 ( p = 0．000，p ＜ 0．001) ( 见表
11) 。拥有社交媒体账号的科学家相较于无社交媒体
账号科学家而言，其发言主体更明确化，在日常与受众

的交流过程中，该部分群体科学家传播意识增强，通过

以往的传播实践与反思，积极主动选择“对话模型”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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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众交流。
表 10 科学家有无政府公职和科学传播模式交叉表

中心广

播模型

缺失

模型

对话

模型
总计

有无政

府公职

有

无

计数 56 98 113 267

占有无政府公

职的百分比
21．0 36．7 42．3 100．0

占科学传播模

式的百分比
41．5 24．7 44．8 34．1

计数 79 299 139 517

占有无政府公

职的百分比
15．3 57．8 26．9 100．0

占科学传播模

式的百分比
58．5 75．3 55．2 65．9

总计

计数 135 397 252 784

占有无政府公

职的百分比
17．2 50．6 32．1 100．0

占科学传播模

式的百分比
100．0 100．0 100．0 100．0

表 11 科学家有无社交媒体账号和科学传播模式交叉表

中心广

播模型

缺失

模型

对话

模型
总计

是否有

社交媒

体账号

有

无

计数 55 249 202 506

占是否有社交媒

体账号的百分比
10．9 49．2 39．9 100．0

占科学传播模式

的百分比
40．7 62．7 80．2 64．5

计数 80 148 50 278

占是否有社交媒

体账号的百分比
28．8 53．2 18．0 100．0

占科学传播模式

的百分比
59．3 37．3 19．8 35．5

总计

计数 135 397 252 784

占是否有社交媒

体账号的百分比
17．2 50．6 32．1 100．0

占科学传播模式

的百分比
100．0 100．0 100．0 100．0

3．5 回应策略 多采用支持型、淡化型和重塑型策
略进行回应，积极应对中包含淡化处理等传统策略且

身份属性对策略选择有影响。
按照事件发展的时间逻辑，舆论问题多出现在疫

情的中后期，相关的回应也多集中在疫情波动阶段和

长尾阶段，在这两个阶段中，多采用支持型策略、淡化
型策略和重塑型策略进行回应; 但不同的是，与波动阶

段相比，长尾阶段采用支持型策略回应的微博文本数

量显著增加，其比重也高达 56．7%，而淡化型策略虽然
仍排在第二，但其比重下降至 18．8%，比起波动阶段
( 34．4%) 明显减少，重塑型策略比重变化较小，基本保
持稳定( 见表 12) 。
表 12 疫情发展阶段微博文本的回应策略分布情况

疫情发展阶段 频率 百分比
有效

百分比

累计

百分比

起始阶段 有效

淡化型策略 2 66．7 66．7 66．7

无回应策略 1 33．3 33．3 100．0

总计 3 100．0 100．0

爆发阶段 有效

重塑型策略 1 20．0 20．0 20．0

支持型策略 2 40．0 40．0 60．0

无回应策略 2 40．0 40．0 100．0

总计 5 100．0 100．0

波动阶段 有效

否认型策略 2 1．0 1．0 1．0

淡化型策略 66 34．4 34．4 35．4

重塑型策略 32 16．7 16．7 52．1

支持型策略 76 39．6 39．6 91．7

无回应策略 16 8．3 8．3 100．0

总计 192 100．0 100．0

长尾阶段 有效

否认型策略 21 3．6 3．6 3．6

淡化型策略 110 18．8 18．8 22．4

重塑型策略 86 14．7 14．7 37．2

支持型策略 331 56．7 56．7 93．8

无回应策略 36 6．2 6．2 100．0

总计 584 100．0 100．0

注: 回应策略( 1=否认型策略; 2 =淡化型辩解策略; 3 =重塑型
重建策略; 4=支持型策略; 5=无回应策略)

进一步以科学家身份属性进行分析，发现是否为

两院院士与是否有政府公职都对其回应策略产生影响

( p = 0．000，p ＜ 0．001) 。
具体来说，非两院院士科学家采用淡化型策略和

重塑型策略的比重要高于身为两院院士的科学家。与
非两院院士科学家相比，身为两院院士科学家们采用

否认型策略的比重更高( 见表 13) 。

表 13 科学家是否成为两院院士和应对策略交叉表

否认型策略 淡化型策略 重塑型策略 支持型策略 无回应策略 总计

是否属于两院

是

不是

计数 21 64 48 245 31 409

占是否属于两院的百分比 5．1 15．6 11．7 59．9 7．6 100．0

占应对策略的百分比 91．3 36．0 40．3 59．9 56．4 52．2

计数 2 114 71 164 24 375

占是否属于两院的百分比 0．5 30．4 18．9 43．7 6．4 100．0

占应对策略的百分比 8．7 64．0 59．7 40．1 43．6 47．8

总计

计数 23 178 119 409 55 784

占是否属于两院的百分比 2．9 22．7 15．2 52．2 7．0 100．0

占应对策略的百分比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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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比较信息回应策略发现，无政府公职科学家

在回应时多采用支持型策略和淡化型策略，有政府公

职科学家多采用重塑型策略和支持型策略，在重塑型

策略和无回应策略的采纳率上，有政府公职科学家要

高于无政府公职科学家 ( p = 0．000，p ＜ 0．001) 。面对
公众的质疑，担任政府公职的科学家在发声时不仅仅

是作为科学界的代表，同时也是作为政府的代言人，因

此以形象重塑为首要目标( 见表 14) 。
无微博账号科学家在回应科学信息争议时，更倾

向于采取否认型策略和无回应策略 ( p = 0．000，p ＜ 0．
001) ( 见表 15) 。无微博账号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该
群体科学家对外传播意愿不高，无法更进一步关注到

社交媒体上关于科学界的讨论与争议，因此多采用否

认型策略和无回应策略。
表 14 科学家有无政府公职和应对策略交叉表

否认型策略 淡化型策略 重塑型策略 支持型策略 无回应策略 总计

有无政府公职

有

无

计数 0 66 82 77 42 267

占有无政府公职的百分比 0．0 24．7 30．7 28．8 15．7 100．0

占应对策略的百分比 0．0 37．1 68．9 18．8 76．4 34．1

计数 23 112 37 332 13 517

占有无政府公职的百分比 4．4 21．7 7．2 64．2 2．5 100．0

占应对策略的百分比 100．0 62．9 31．1 81．2 23．6 65．9

总计

计数 23 178 119 409 55 784

占有无政府公职的百分比 2．9 22．7 15．2 52．2 7．0 100．0

占应对策略的百分比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表 15 科学家有无社交媒体账号和应对策略交叉表

否认型策略 淡化型策略 重塑型策略 支持型策略 无回应策略 总计

是否有社交

媒体账号

有

无

计数 2 118 76 286 24 506

占是否有社交媒体账号的百分比 0．4 23．3 15．0 56．5 4．7 100．0

占应对策略的百分比 8．7 66．3 63．9 69．9 43．6 64．5

计数 21 60 43 123 31 278

占是否有社交媒体账号的百分比 7．6 21．6 15．5 44．2 11．2 100．0

占应对策略的百分比 91．3 33．7 36．1 30．1 56．4 35．5

总计

计数 23 178 119 409 55 784

占是否有社交媒体账号的百分比 2．9 22．7 15．2 52．2 7．0 100．0

占应对策略的百分比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4 思考与建议

4．1 结论及讨论 本研究以风险传播理论为基础，
通过内容分析考察疫情不同发展时期以科学家为主体

的相关科学信息传播的内容特征、评论情感、传播主体
和模式以及回应策略表现等。研究发现: 以科学家为
主体的疫情科学信息传播总体以专业性知识借助新媒

体形式发挥环境监测与服务公众的作用。在内容特征
上，通过图片+视频等融媒体形式，在疫情发展不同阶
段以重点内容传播引导公众和服务疫情防控; 同时，以

科学家自媒体和传统媒体为主体平台，发挥意见领袖

作用，形成以疫情相关科学信息普及的“缺失型”模式
进行传播; 最后，在出现相关疫情舆情时，能积极以信

息公开等支持型回应处理，体现了重大突发公共卫生

事件中科学共同体的担当与责任。
研究还发现: 科学家相关科学信息传播与科学家

身份特征具有强相关关系。是否两院院士和有无政府
任职都强烈影响其内容特征、评论情感倾向、传播模

式、回应策略。
这主要与科学传播的发展有关。公共领域强调开

放与交流，所以科学家在获得相应的身份特征后，能对

环境变化做出自身调节，自觉履行其“前台”身份，传
播疫情科学信息的目的以积极引导公众、避免恐慌引
发社会问题为主。
但同时也应看到: 虽然相较于以往 SAＲS 等类似

疫情，科学共同体在社交媒体中表现出了更高的对话

欲望与参与冲动，但由于疫情起始阶段和爆发阶段的

缺位与失语，以及相关“科学结论”“一改再改”“前后
不一”等现象的存在，导致公众对科学共同体一定程
度上的信任缺失，所以，一段时间里，科学家群体也遭

遇了类似“塔西佗陷阱”的境况，多数科学家的发言很
难获得公众的完全认可与支持，这也是疫情发生前期

科学谣言等形成的“反智主义”一度盛行的重要原因
之一。
4．2 对策及建议 2020 年 10 月，党的十九届五中
全会提出“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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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位，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建
设符合科学规律和传播机制的高效科学传播体系成为

重要的时代命题［32］。
本研究的相关结论也表明，科学家相关的疫情科

学信息有助于化解风险，帮助防控。因此，应加强科学
家相关的科学信息传播工作。

a．建立科学传播长效机制，实现日常生活科普常
态化。
在进行科学传播的过程中，尤其是面临诸如新型

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之类的重大公共危机事件时，科学

共同体更应该积极进入公共领域，主动发声，推动建立

科学传播的长效机制，促进公众与科学界进行对话，积

极主动参与科学［11］。
b．培养和建立优秀科学传播人才队伍，实现科学

知识与社会效益最大化。
目前，中国的科学传播人才队伍不足，科学传播的

意识和效果不佳。科学共同体内的专家在面向公众进
行科学传播时，应该努力做到专业知识和公众群体价

值观的一致，兼顾技术理性和社会效益。要牢记贝克
所强调的“没有社会理性的科学理性是空洞的，但没
有科学理性的社会理性是盲目的”［33］的科学传播准
则。

c．让科学家更多参与决策和社会服务，增强决策
科学性和服务专业化。
决策科学和科学决策，一直是中国行政效率提升

的重要方面。尤其是针对卫健委等专业性较强的政府
部门来说，决策科学和科学决策尤为重要。本研究也
发现了科学家个人身份对科学信息传播能产生重要影

响，因此，应尽快推行和强化专业性行政部门决策者的

专业性，一方面有利于更好发挥相关职能部门的行政

服务功能; 另一方面更有利于相关部门行政执法的权

威性。
最后，建设和完善专业科普传播平台，实现科学传

播媒介化专业化。
公众并不是生活在科学界的真空状态下，科学知

识是通过媒介中介化传达给了公众，进而影响公众的

理解和认知［11］。媒体不完善的“解码”会导致公众对
科学信息的误读，从而导致社会秩序的紊乱。科学界
在与媒体进行合作的同时，应该做好科学信息解读的

把关，不应“假手于人”，过分依赖媒体来实现传达责
任。
4．3 研究不足 本研究尚有不足之处: 首先，文本
内容的分析和获取等带有一定主观性，相关结论有赖

基于客观数据的实证验证; 其次，鉴于数据挖掘工具和

样本量获取的局限性，未来应考虑更多样本量的分析，

以期获得更为普遍和科学的研究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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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格式和标准提交科学数据，并实现有效的质量控制
和数据监护。这也有助于科研人员能够便捷、有效的
检索、获取和利用科学数据，因此需要加强科学数据出
版政策宣传，广而告之，使政策内容更清晰的表达。

5 结 语

科学数据出版成为促进科学数据开放共享的主要

方式之一，已得到了普遍的认可。我国科学数据出版
还处于起步阶段，对科学数据出版的政策、模式还处于
探索阶段。本研究通过对国内外较有影响的数据期刊
机构的数据出版政策进行梳理和归类，总结了目前科

学数据出版政策中的不足，并提出应对策略。但由于
我国科学数据尚未形成成熟的数据出版生态体系，在

科学数据开放共享推进过程中，科学数据出版模式也

将随着发展呈现出新的情况，为此，需要相关机构时刻

关注科学数据出版的新趋势、新变化，及时调整、完善
科学数据出版政策，以适应新的科学数据出版的变化

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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